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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主导逻辑下，数字化与服务化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颠覆性影响，但影响的内在机理尚不明确。为了解开这一难题，本研究利用资源观和动态能力理论，通过326家实施数字化的服务型制造企业进行实证分析，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剖析数字化、服务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服务化均与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数字化-服务化交互与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服务化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服务化和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打开了二者内在交互影响机理的黑箱并完善了边界条件，为制造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服务化；技术创新能力；政策不确定性；制造业；动态能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3.1；F224.2；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git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mpirical data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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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ervice-dominant logic, Digital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have a disruptive impa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is not clear.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 resource view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326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at implemented digit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policy uncertainty, analyze the inherent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ization, servit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digitization and servitiza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digitization-servitization interactions sh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policy uncertainty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ization, servit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digitization, servit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open the black of the mechanism of their internal interaction and improv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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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工业4.0以及全球产业格局重塑的今天，中国多数制造企业仍然以产品为主导逻辑，导致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难以实现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在服务主导逻辑下，服务经济的全球性崛起迫使制造企业产业结构作出调整，许多制造企业被迫由“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Kolagar, Parida & Sjodin,，2022[1]），例如劳斯莱斯、福特、海尔等（Jiang, He, Qin, Sun, & Wang, 2021[2]；Zhou, Yan, Dai, & Feng, 2021[3]）。然而，由于强调制造效率的产品供应和强调解决方案定制化的服务供应的基本逻辑存在差异，仍有很多制造企业难以从服务化中获取利益。学术界关于服务化是否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尚未达成共识。源自于新技术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赋予了制造业服务化诸多新时代特征，数字化正深刻冲击着制造企业传统的运营与商业模式，为服务化提供了新趋势、行为和行动的机会，逐渐成为驱动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路径。George 等认为数据速率支撑了响应环境挑战的组织战略与行为的实时性，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对比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制造业总体上仍处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向需求侧改革、推进制造产业服务化转型和数字化发展，是我国制造业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选择。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5G”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成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因素，突破了企业间动态关联的层级与范围限制，推动了同一层次的竞争-合作关系与不同层次的选择-适应关系在更大范围内的聚合，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受到了大数据更为深刻地驱动。企业若要真正获得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迅速提升自身的技术整合能力已成关键所在。然而，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仅为20%。因此，厘清数字化、服务化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回答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且加入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数字化理论和服务化理论整合框架下研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系统地梳理数字化和服务化的知识脉络，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还可为我国制造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化转型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理论假设
2.1 数字化和技术创新能力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化也逐渐成为制造企业创新的依托。余菲菲等[4]表明数字技术是制造企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重要推动力，并指出了数字技术从创新主体、过程和结果赋能三方面影响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已有学者研究认为，从中等水平到高水平的数字化，数字化和高服务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企业创新行为的产生，从而提高企业绩效[5]。然而，数字化似乎并不总是能提升服务主导逻辑下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De Luca, Herhausen, Troilo, & Rossi, 2021[6]）。已有文献针对此问题并未达成共识，大多数研究学者认为，数字化通过提高组织能力来提升创新能力，企业通过对大数据信息处理与利用，进而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强化、改进模式的各个环节，提升了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Mikalef, Krogstie, Pappas, & Pavlou, 2020[7]），也有一些研究基于数字化获得数据的准确性的视角考虑，数字化不仅带来了技术支持，其多样性与大容量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对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持相反态度。因此，数字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本质尚不清楚。
随着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数字化改善了制造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用户）之间的互动方式，外部知识的获取、仓储、大数据分析和实施也随之发生变化。数字化时代，制造企业结合新兴数字技术，采用敏捷制造、精益生产等方式对企业生产进行全流程数字化改造[8]。制造企业在进行数字化时，通过提高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研发支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产品的发展，满足客户产品需求的差异化。霍春辉等[9]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能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张远记[10]等认为，借助数字化转型，“专精特新”企业可增强组织韧性，提高数字创新能力，获得更多科技创新资源，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制造企业会培养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来支持数字化的实现，制造企业会在战略高度加大数字化投入。组织在进行数字化的过程中，企业员工间的交流会更频繁，制造企业能及时发现用户的真正需求，能够将掌握的信息迅速转化成技术创新的知识，有利于制造企业及时把握市场的变化趋势，可以降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可以提高制造企业产品创新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增加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白福萍[11]等人研究发现，数字化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等促进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升高，并且研究还发现了数字化对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独立董事占比较低以及股权制衡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数字化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2.2 服务化和技术创新能力
以产品为基础的制造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商业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的转变被称为“服务化”，服务化是数据时代下制造企业的适应行为。服务化使得制造企业将产品和服务整合到一个产品中，从而获得竞争优势[12]。基于吸收能力的观点认为，企业具备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促进其更高层次的探索[13]。在服务化的过程中，企业与用户充分的交流，共享获取的知识与信息，企业也可以与合作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人才交流，共同探讨技术创新活动中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式，将企业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相互分享，以此来实现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已有文献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从资源重新配置、要素替代和技术溢出等方面展开[14]。随着价值创造重心的转移，制造业企业必然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研发与设计、营销与售后等的服务环节上，服务化的实施为制造业企业完善研发体系带来新的路径[15]。刘维刚[16]等研究认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学习效应和技术外溢两个方面。制造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服务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制造业服务化反映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融合，特别是高质量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形式的服务化嵌入到制造业的价值链后，可以产生直接的技术外溢，进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服务化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3 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交互作用
企业可以通过将有价值的、罕见的、不可替代的资源转化为独特能力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能力（Wernerfeelt,1984[17]）。资源基础论与动态能力理论认为数字化是赋予概念数字化能力与物联网战略，与客户共同创造价值、发展吸收能力，提供大规模服务定制与供应链动态编排，重新配置产品、资源和收入流。目前，研究人员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已经研究了相当多的内容，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实现三个方面，使制造企业利用技术创新能力来让公司的关键技术等得以提升。数字化、服务化的研究已比较丰富，对于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等均有影响，但是缺乏数字化、服务化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已有研究很少明确说明企业如何利用顾客数据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的应用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利用数字化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嵌入到服务中，以此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以往文献研究了数字化和服务化作为单一变量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甚至是数字化和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联合影响（Abou-foul, Ruiz-Alba, & Soares, 2021[18]），只有极少的实证研究数字化和服务化这两个主要维度的相互作用上。Coreynen 等认为企业将服务化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采用数字技术重新设计业务流程，满足客户的定制化和集成化需求，利用数字化进行服务化。目前，较少学者研究制造企业背景下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尽管服务化可以使制造业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来获得竞争优势[19]，但是服务化的实施绝非易事[20]。在服务化相关研究的演变过程中，许多学者认为服务化抓住了与物联网和远程监控有关的数字技术，来获取用户知识，从而提升用户价值。投入服务化可以让制造企业获得专业化学习的机会，制造企业可以向服务化专业程度高的企业学习，取经优秀企业的经验技术和优势，反思自身的劣势与不足，思考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该怎么做会更利于数字化，从而带动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大多数现有文献从单一视角研究数字化或者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Gebauer et al., 2012[21]；Gebauer et al., 2017[22]; Adam et al., 2018[23]; Raddats et al., 2017[2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考虑到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联系，认为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是制造业实施服务化的有效手段（Tronvoll et al.,2020[25]；Frank et al., 2019[26]）。制造企业还可以把自身生产活动中不具有优势的服务外包，从而使企业专注于投入到核心业务中，充分发挥优势，不让弱势环节拖后腿，从而更专注于数字化的过程中，从而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更有趣的是，随着数字化和服务化程度的提升，获取的外部知识由于知识距离、知识惯性或者是组织惰性的存在，导致企业对新知识吸收能力变差，最终没有达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数字化与服务化交互负向影响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4 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服务型制造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过程中，逐渐将产品转变为服务平台，以此提升产品的服务化能力。数字化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还取决于所处的经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调整或出台、政治事件等会对制造企业正在进行或准备计划进行的创新活动造成影响，也有可能使企业原本的创新计划不得不进行更改或调整。对于制造企业而言，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有利于制造企业制定明确的数字化规划，企业根据相关的政策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对组织流程进行优化，对制造企业的设备进行重新配置，对产业链进行网络化等，但是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制定都有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并且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具有不可预知性[27]，因此政策不确定性会让制造企业陷入发展困境，减少对数字化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投入，减缓制造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从而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生负向影响。并且，郝威亚等[27]研究发现，因为制造企业的创新是一项既周期长又具有风险的活动，制造企业在处于外部环境的政策不确定性情况下，会为了维持基本的生产经营而减少制造企业非生存必要的投资活动，这其中技术创新活动会大概率被减少投资。因此企业会为了其核心业务而降低对企业数字化的投入，从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经济政策的调整或出台、政治事件等会对制造企业正在进行或准备计划进行的创新活动造成影响，也有可能使企业原本的创新计划不得不进行更改或调整。在制造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原先计划的服务化流程可能会因为一项新规政策的颁布而中断或者减缓流程的进行，制造企业的服务化战略可能得到调整，企业员工可能来不及做出应变等，从而抑制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朱巧玲[28]等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负向影响上市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且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竞争力行业企业和非市场新入者企业中尤为突出。政策不确定性会使制造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加大投入，以此应对来自于市场的风险，企业会通过增加人员投入、增大研发资金等维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制造企业不能将资源很好的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将企业有限的资源有效的用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上，企业会因为政策的不确定而减缓服务化的进度，从而有损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基于以上论证，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假设H5：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服务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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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本研究有4个变量，在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和测量上，均采用已有研究，并结合本研究的内容加以适当的修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讨，最终确定测量量表。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 七级量表打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数字化的测量量表参照Jiawei Xu et al. [29]和Mohamad Abou-foul et al. [30]的量表，共包括5个题项；服务化的测量量表参照Hao Z et al. [31]的量表，包括5个题项；技术创新能力的测量量表参照Akman G et al. [32]的量表，包括4个题项；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量表参照Hai Guo et al. [33]的量表，包括3个题项。受访者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与题项的同意程度从1至7进行打分。最后，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公司成立年限（由成立至 2023 年的年份确定）、公司规模（由员工人数确定）、企业性质和制造业类型。
3.2 数据收集
正式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的制造企业。在正式问卷发布之前，我们通过问卷星样本服务向制造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共发放50份左右，预测验问卷的信效度，保证问卷有一个良好的信效度，同时评估问卷的措辞和完成问卷所需的时间。此外，邀请3位制造业技术创新领域的专业人士，对问卷进行细化和润色。在正式问卷收集阶段，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发放方式，并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发放：第一，利用与学校的实验室长期合作并保持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制造企业，自行上门发放与回收。这种方式通过与企业填写问卷人员的现场沟通，保证了获取数据的可靠性，并且可以获得较多的产品使用企业名单。第二，利用学校EMBA课堂进行发放，EMBA绝大部分是在企业工作多年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经验丰富的人员，对企业的整体情况有比较熟悉的了解，能够较好的完成问卷的填写工作。第三种渠道，通过电子邮件与回收。在正式的数据收集阶段，共向361家制造企业发放问卷，有效问卷326份，回收率为90%。表1描述了样本公司的概况。大多数企业为运营10年以上的民营企业，员工在100名以上，分布在多个制造领域。
表1 样本统计数据信息（N=326）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N=326)
	
	频率
	百分比

	所属行业
	装备制造业
	56
	17.2%

	
	汽车制造业
	52
	16.0%

	
	电子设备制造业
	109
	33.4%

	
	石油化工制造业
	10
	3.1%

	
	食品加工业
	45
	13.8%

	
	制药行业
	22
	6.7%

	
	冶钢行业
	10
	3.1%

	
	纺织行业
	16
	4.9%

	
	其他
	6
	1.8%

	企业规模
	50人及以下
	12
	3.7%

	
	51-100人
	24
	7.4%

	
	101-300人
	90
	27.6%

	
	301-500人
	63
	19.3%

	
	501-1000人
	71
	21.8%

	
	1001-2000人
	33
	10.1%

	
	2000人以上
	33
	10.1%

	企业年限
	3年以下
	0
	0

	
	3-5年
	12
	3.7%

	
	5-10年
	44
	13.5%

	
	10-15年
	105
	32.2%

	
	15-20年
	89
	27.3%

	
	20-25年
	43
	13.2%

	
	25年以上
	33
	10.1%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
	60
	18.4%

	
	民营企业
	229
	70.2%

	
	外资企业
	18
	5.5%

	
	中外合资企业
	17
	5.2%

	
	其他
	2
	0.6%


4 数据分析和检验假设
4.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从程序操纵和统计分析两个层面遏制共同方法偏差。程序操纵层面告知被访者，本次问卷填写完全匿名且仅用于学术研究，以防止主观填写偏差。统计分析层面运用Harman单因素方法，对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所得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3.04%，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2.37%，小于50%。因此，程序操纵和统计分析两个层面证实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4.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所有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0，意味着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在效度检测方面，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从0.702到0.864，表明收敛效度良好。 
表2 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N=326）
Table 2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N=326）
	变量
	题项
	标准载荷
	Cronbach's α
	AVE

	数字化
	贵公司正在使用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分析、社交媒体、手机和嵌入式设备）来更好地了解用户
	0.712
	0.830
	0.549

	
	贵公司通过数字渠道营销和销售产品和服务
	0.778
	
	

	
	贵公司使用数字渠道提供用户服务
	0.734
	
	

	
	数字化项目在贵公司的业务中具有很高的优先级
	0.702
	
	

	
	贵公司能掌握最先进的数字技术
	0.758
	
	

	服务化
	贵公司的高层领导围绕服务化转型的战略重要性达成一致
	0.814
	0.859
	0.670

	
	贵公司定期与高层团队回顾在服务化转型方面的进展
	0.823
	
	

	
	贵公司站在用户角度制作产品服务的原型
	0.794
	
	

	
	贵公司为用户提供产品服务使用方面的培训
	0.771
	
	

	
	贵公司对产品服务方案进行以服务为导向的绩效评估
	0.731
	
	

	政策不确定性
	在过去的三年里，贵公司所在领域的政策和法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0.864
	0.867
	0.687

	
	在过去的三年里，贵公司所在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一直在不断调整
	0.796
	
	

	
	未来三年，贵公司所在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变化方向很难预测
	0.828
	
	

	技术创新能力
	贵公司支持并鼓励员工参与产品开发、创新过程的改进，并产生新的想法
	0.743
	0.821
	0.534

	
	贵公司来自不同来源的知识在产品开发活动中得到了有效和快速的利用
	0.741
	
	

	
	贵公司能够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如用户需求、竞争对手的产品等），迅速转变产品和流程
	0.726
	
	

	
	贵公司经常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深受市场欢迎
	0.724
	
	



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X2/df的值是2.383，小于3，适配理想；RMSEA的值是0.065，小于0.8，适配良好，CFI、TLI、IFI的值分别为0.917、0.901、0.918，均大于0.9，表明结果适配良好。
表3整体拟合系数表
Table 3. Overall fitting coefficient table
	X2/df
	RMSEA
	CFI
	TLI
	IFI

	2.383
	0.065
	0.917
	0.901
	0.918



判别效度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各个潜变量AVE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Fornell & Larcker,1981[34]; Nunnally, 1978[35]），因此，证明了本研究的判别效度良好。
表4判别效度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140246814]Table 4. Correlation matrix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1
	2
	3
	4

	1.数字化
	0.740
	
	
	

	2.服务化
	0.394***
	0.819
	
	

	3.技术创新能力
	0.330***
	0.428***
	0.829
	

	4.政策不确定性
	0.01
	0.06
	0.167**
	0.731


注： ***p<0.001，**p<0.010，*p<0.050，下同；对角线上的数值为AVE的平方根，下对角线为变量间相关系数。
4.3 假设检验
为了进一步避免回归分析中的线性重合，借鉴Song & Di Benedetto（2008）[36]的研究，通过多重共线性诊断来缓解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处于[1.301,2.196]区间，均小于10（Hu,Mcnamara & Piaskowska,2017[37]），因此，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SPSS25.0回归分析和Amos进行数据分析。数字化、服务化、数字化×服务化为自变量，政策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能力为因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回归分析结果（N=326）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N=326)
	
	技术创新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
	0.042
	0.031
	0.056
	0.062
	0.019
	0.039

	企业年限
	0.009
	0.004
	-0.028
	0.029
	0.025
	-0.01

	企业规模
	0.073*
	0.019
	0.050*
	0.062*
	0.022
	0.050*

	行业类型
	-0.011
	0.017
	0.003
	0.011
	0.021
	0.011

	自变量
	
	
	
	
	
	

	数字化
	
	0.595***
	
	
	0.556***
	

	服务化
	
	
	0.656***
	
	
	0.625***

	数字化×服务化
	
	
	
	-0.210***
	
	

	调节变量
	
	
	
	
	
	

	政策不确定性
	
	
	
	
	0.097***
	0.081***

	调节效应
	
	
	
	
	
	

	数字化×服务化
	
	
	
	
	
	

	数字化×政策不确定性
	
	
	
	
	-0.127***
	

	服务化×政策不确定性
	
	
	
	
	
	-0.084***

	R2
	0.03
	0.338
	0.481
	0.208
	0.404
	0.52

	F值
	2.443*
	32.723***
	59.251***
	16.793***
	30.735***
	49.165***

	VIF最大值
	1.301
	1.344
	1.306
	1.304
	1.357
	1.325

	N（样本数量）
	326
	326
	326
	326
	326
	326


注： ***p<0.001，**p<0.010，*p<0.050
模型1放入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3添加自变量，从而检验数字化、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效应。首先，模型2的结果表明数字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595，p< 0.001）。其次，模型3的结果也表明服务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0.656，p< 0.001），由此，认为假设1和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4加入自变量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交互项，即数字化×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数字化×服务化的交互项后，数字化×服务化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β= -0.210，p< 0.001），由此，认为假设3得到支持。
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数字化和调节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即数字化和数字化×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数字化和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交互项后，数字化×政策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β= -0.127，p < 0.001）。为了更明确地解释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具体影响模式，通过“标准化”回归方程得出通过检验了的研究假设的交互效应趋势图，如图2所示。当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较低时，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反之，当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较高时，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不利于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假设4得到支持。
[image: ]
图2 二维交互影响
Figure 2 Two-way interaction effect
模型6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服务化和调节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即服务化和服务化×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服务化和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交互项后，服务化×政策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β= -0.084，p< 0.001）。为了更明确地解释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具体影响模式，通过“标准化”回归方程得出通过检验了的研究假设的交互效应趋势图，如图3所示。当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较低时，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反之，当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较高时，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不利于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假设5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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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二维交互影响
Figure 3 Two-way interaction effect
利用PROCESS检验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化和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β=-0.1233，P<0.001）负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且低政策不确定性情况下数字化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β=0.7321，P<0.001）显著高于高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β=0.3928，P<0.001）；同时，服务化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项（β=-0.873，P<0.001）与技术创新能力显著负相关，且低政策不确定性情况下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β=0.7519，P<0.001）显著高于高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β=0.5117，P<0.001），说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负向调节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假设H4和H5成立。 
	项目
	技术创新能力

	
	估计值
	标准误
	估计值
	标准误

	数字化
	0.5624***
	0.0454
	
	

	服务化
	
	
	0.6318***
	0.0382

	政策不确定性
	0.0897***
	0.0227
	0.0756***
	0.0204

	数字化×政策不确定性
	-0.1233***
	0.0273
	
	

	服务化×政策不确定性
	
	
	-0.0873***
	0.0229

	政策不确定性低值
	0.7321***
	0.0539
	0.7519***
	0.0453

	政策不确定性高值
	0.3928***
	0.0635
	0.5117***
	0.0535


表6 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6 A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licy uncertainty (N=326)
注： ***p<0.001，**p<0.010，*p<0.050
5 结果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利用数字化与服务化赋能技术创新能力是制造企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的中坚力量，也是企业实现服务型制造与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基于资源观理论，探讨了数字化与服务化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化、服务化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化有利于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化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抑制作用，但较低的政策不确定下数字化的抑制作用较弱；（2）服务化有利于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政策不确定性对服务化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抑制作用，但较低的政策不确定下服务化的抑制作用较弱；（3）相较于数字化，服务化对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但是数字化与服务化的交互对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呈现负相关。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制造企业顺应国家政策发展等有重要作用，已有文献对于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多从创新驱动视角[38]、协同视角等方面入手[39]，在数字化和服务化对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验证数字化、服务化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影响，同时引入政策不确定性这一调节变量，实证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数字化、服务化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丰富了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这一主题的研究。
第二，数字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制造业转型的重要手段，技术创新是制造业转型的关键。在制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时代，制造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把握住数字经济发展时代的洪流，因此，研究数字化、服务化对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助于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可以加强制造业对数字化、服务化的重视，提高制造企业对数字化、服务化的积极投入性，帮助制造企业更好地制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制造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为制造企业健全发展以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实证依据，对我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5.3 实践启示
首先，利用数字化和服务化赋能传统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当前制造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制造企业应重视加强数字化和服务化的建设与应用，充分开发利用数字资源，打通产业链上的信息壁垒，驱动制造企业网络化，实现制造企业智能制造和生产管理的变革，实现制造企业资源的高效运转，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的成功进行，为制造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保障。其次，制造企业要选择合适的服务化战略并且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了确保制造企业服务化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需要制造企业确保各部门有对资源高效利用的能力，不断获取来自于外部的关键资源并进行资源有效整合，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让制造企业的资源充分发挥它的既有作用，从而提升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制造企业要适度控制服务化的投入水平，在确保组织管理和成本的同时，防止服务化投入水平过高，对于资金人员投入过大，对于制造企业的核心业务减少了投入与关注，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最后，制造企业要充分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制造企业作为经济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更要主动积极的关注政策变化，及时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时利用政策中所透露出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来调整自己的战略，紧跟着政策指引的方向前进，在面对来自政策的变化压力时，要适当的抛弃原有的经验主义，围绕着我国数字化以及服务化趋势，明确发展方向，充分挖掘机会与把握机会，外部环境冲击的时间段来重新审视企业的发展蓝图，制造企业从而利用机会、抓住机会来提升企业的价值与技术创新能力。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研究将制造企业统一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具体的细分行业和类型，并且问卷的测量题项与维度可能较少，选取的题项涉及的可能不够全面，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大样本数量，并根据不同细分行业的具体情况进行调研分析。第二，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对象均为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对制造企业数字化、服务化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感受会因为个体因素而产生一定的主观性，可能无法完全正确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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